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1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论  文】 

“民族”，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1 

——中国早期民族主义思想实质的历史考察 

 

 

王  柯2 

 

 

 

引子：从孙中山先生的二重身份说起 

 

20 世纪初年，中国思想史上发生的最重大事件，莫过于民族主义的传入。即使时隔 100 年

后的今天，民族主义仍在强烈地影响着中国。 

当年，在满清统治的王朝基础上议论建设新中国，理论上首先要解决的当然是如何处理“国

家” 与“民族”之间关系的问题，这是民族主义进入中国的主要背景。然而，人们在检讨中国

早年民族主义思想时，对于这个背景常常轻描淡写，甚至有意闪避。可是远离近代民族主义思想

的这一原点，不仅有误解先哲们当年打造民族主义本意之嫌，更重要的是看不清一百年来民族主

义给中国带来的利弊，也无法正确回答民族主义在今天带来的现实问题。 

经过十年论战，新生的中华民国给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下了一个“五族共和”的官方结论。

1912 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为告国民”的第一句话就是：“国

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如合汉、满、蒙、回、藏为一人，是曰

民族之统一”3。《就职宣言》宣告了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也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竖起

了一座里程碑。因为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实现了民族主义思想上的跨越：当年

“驱除鞑虏”是要实现一个汉民族自己的中华国家，而“五族共和”则承认同一个中华国家内可

以存在两种“民族”——一个是类似汉、满、蒙、回、藏等五族的“民族”；另一个是统一汉、

满、蒙、回、藏等，与国家同方圆的“民族”。 

可是事实上，就是在当时，“五族共和”也不是每个民族主义思想家都能甘心的结论。没有

收入《孙中山全集》的民国元年元旦《临时大总统布告全国同胞书》告诉我们，即使在就任“中

华民国军政府大总统”之后，孙中山先生仍然认为自己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汉族领袖。“中华

民国军政府大总统孙，为布告大汉同胞事：……此必我黄帝烈圣在天之灵，佑助我同胞，故能成

此兴汉之奇功，盖可以决满廷之必无噍类矣。”“今特布告我大汉同胞，共鉴前车，牢持来轸；

再接再厉，全始全终。……自能唾手燕云，复仇报国，直抵黄龙府，与同胞痛饮策勋，建立共和

国，使异族俯首帖耳”4。透过悲壮历史流露出的心声，仍然是对一个汉族国家的执着向往。 

                                                        
1 本文刊载于《二十一世纪》2003 年 6 月号，总第七十七期，第 73-83 页。这里所用的是作者提供的原稿，特此

致谢。 
2 日本神户大学国际文化研究科教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兼职教授。 
3 （台湾）国防研究院印行《国父全书》，396 页。 
4 国防研究院印行《国父全书》，446-4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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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民族领袖，如果“国家”与“民族”规模一致，它也许是一种理想的统

治形态，而在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这两副面孔却恰恰不能令其吻合——因为它会带来

民族间的不平等和民族压迫。可是孙中山先生对其汉族领袖身份的强烈意识，并没有与时俱退，

至少到 20年 11 月的国民党本部会议时，他仍然保留着同样的思考方式： 

“汉人向来号称是四万万，或者不止此数。用这样多的民众，还不能够真正独立，组织一个

汉族的国家，这实在是我们汉族莫大的羞耻！这就是本党的民族主义还没有彻底的大成功！由此

可知本党还要在民族主义上做工夫！必要满、蒙、回、藏，都同化于我们汉族，成一个大民族主

义的国家！”1 这段话能够令让我们读出太多的内容：他对民族的认识、对民族主义的认识、对

民族间关系的认识、对民族与国家关系的认识，说到底，孙中山多年追求民族主义的最终理想就

是在中国实现一个汉族的“民族国家”。所以他才会有中华国家的元首，就是汉族领袖的想法。 

然而，中国为什么就应该是汉族的“民族国家”？要想知道孙中山先生这种想法的原因，只

有回顾民族主义早年的历史；而搞清早期民族主义的局限，也有助于回答民族主义今天带来的现

实问题。 

 

一、 “民族主义立国”与“民族建国主义” 

 

最早开始使用“民族主义”一词的梁启超先生，其实是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注意到民族主义。

1901 年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指出：“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之主义也。

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2。他根据德国政治学者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将

中世纪以后国际社会的时代特点概括为：18 世纪末至 19世纪开始进入民族主义和民族帝国主义

的时代，到了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更迈进到民族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时代。通过以上概括，梁

启超觉察到民族主义思想对于建设近代国家的重要性，他形象地比喻道：“凡国而未经过民族主

义之阶段者，不得谓之为国；譬诸人然，民族主义者，自胚胎以至成童所比不可缺之材料也，由

民族主义而变为民族帝国主义，则成人以后谋生建业所当有之事也。”3 

梁启超认为民族主义在中国“犹未胚胎”，所以中国要想抵抗已进入到民族帝国主义、帝国

主义阶段的欧美列强的侵略乃是以卵击石，此时应该做的只有加速培养“民族主义”：“知他人以

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故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4

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指出国际政治的残酷现实：“两平等者相遇，无所谓权力，道理即权力；

两不平等者相遇，无所谓道理，权力即道理也”5。从 1901 年的这些表述中都可以看出，梁启超

之所以开始注意到民族主义，首先是出于如何才能够使中国在弱肉强食的国际政治中得以生存的

考虑。 

梁启超民族主义的视野里，并非没有国内的民族问题。1902 年 4 月，他在致康有为的信中

说道：“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

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

满为最适宜之主义。”6梁启超清楚地表明了一种“以民族主义立国”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他将

“讨满”与“讨幕”相提并列，这就说明其民族主义的目标是在中国推翻清王朝，而并非是从中

国驱除其他民族。 

但是在梁启超之后，更多的思想家们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注意到民族主义。发表于 1903 年 3

                                                        
1 孙中山〈修改章程之说明〉，1920 年 11 月 4 日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席上演讲。 
2 〈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6，1901 年 
3  同上〈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 
4  同上〈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 
5  同上〈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 
6  光绪 28 年 4 月<与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 2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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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浙江潮》第 2 期上的“民族主义论”对民族主义曾经下过这样一个注解：“合同种异异种，

以建一民族的国家，是曰民族主义。”1由于他们民族主义的视线集中在国内政治上，于是便发现

了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民族”向政治共同体的“国家”过渡的必然逻辑，民族主义更被具体为建

立民族国家的“民族建国主义”：“民族之所以由生，生于心理上道德与感情之集合。因道德与感

情之集合，而兴起政治组织之倾向；因政治组织之倾向，而民族建国主义乃星回日薄于大陆之上”
2。“今欲存支那者，不可不集合支那民族以自相提携、自相固著，集合皇汉民族以自相提携、自

相固著，不可不言民族建国主义”3。在中国国内政治的层次上区别“民族”，当然只有汉族或非

汉民族；提倡“民族建国主义”，当然就是建设一个汉民族的民族国家。 

开始流行于这一时期的复仇说、光复说、独立说、黄帝子孙说等民族主义诸说，其实质都是

“民族建国主义”。“民族建国主义”其实是主张以革命形式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家们的共同思想

特征，孙中山也在 1906 年说道：“民族主义，并非是遇到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

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因为我汉人有政权才是有国，假如政权被不同族的人所把持，那就是

有国，却已经不是我汉人的国了”4。对这段话，学者们有过许多的诠释，但是将它当作孙中山

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的证据却是本末倒置，因为这句话的目的在于鼓吹建立“汉民族政权”与“汉

人之国家”。以国家为手段、以民族为目的，这正是“民族建国主义”的实质。 

然而可以想象，如果按照“民族建国主义”的构想，多民族国家的格局就将不复存在，中国

就要遭到分疆裂土的下场。在一片“民族建国主义”的声浪之中，梁启超在 1903 年公然对“汉

人立国”提出质疑：“两年以来，民族主义，稍输入于我祖国，于是排满之念，勃郁将复活。虽

然，今吾有三问题于此。曰：汉人果已有新立国之资格乎？……曰：排满者以其为满人而排之乎，

抑以其为恶政府而排之乎？……曰：必离满洲民族然后可以建国乎，抑融满洲民族乃至蒙苗回藏

诸民族，而亦可以建国乎？”5 

梁启超也知道民族特征为同地、同血统、同面貌、同语言、同文字、同宗教、同风俗、同生

计，然而他却能顺水推舟，从此得出如下结论：“由此观之，则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

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也？合

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也”6。就是说，梁启超不以按民族界线划国家疆界为然，

相反提出了按国家疆界划分民族——即大民族的民族主义。梁启超民族主义的实质，就是以民族

为手段，国家才是目的。 

对于这样一个具有美好愿望的思想没有成为近代民族主义主流的原因，我们却不能简单归罪

为当时人们更加向往过激民族主义。就像上述对“小民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关系的阐述一

样，梁启超的民族主义理论，主观意愿先行，忽视“民族”定义，造成混乱逻辑。杨度在 1902

年 11 月《游学译编》第一期上也曾分析民族特征：“凡言语同、历史同、风俗习惯同，则其民

自有结合之势力，不可强分。反之而言语异、历史异、风俗习惯异，则虽时以他故相结合，而终

有独立之一日”7。杨度观察民族特征的视点与梁启超相近，然而两者的结论迥异：杨度得出了

民族既有内聚力也有排他性的结论，而梁启超一边说民族具有独自的血统、面貌、语言、文字、

宗教、风俗，一边又提出与国家疆界扯平的大民族主义，所以被人视为“其言有类梦呓”8，却

也是无可奈何。 

                                                        
1  余一〈民族主义论〉，《浙江潮》第 1 期，1903 年 2 月 
2 〈民族主义之教育——此篇据日本高材世雄所论而增益之〉，《游学译编》第 10 期，1903 年 9 月  
3  同上〈民族主义之教育——此篇据日本高材世雄所论而增益之〉 
4  孙中山〈民族的、国民的、社会的国家——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1906 年 12 月 2 日 
5 〈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论国民与民族之差别关系〉），《饮冰室文集》之 13，1903 年 
6  同上〈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论国民与民族之差别关系〉） 
7  杨度《“游学译编”叙》，《游学译编》第一期，1902 年 11 月 
8  汪精卫〈民族的国民〉，《民报》第 1 期，1905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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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与“国民” 

 

可以看出，无论是民族主义立国，还是民族建国主义，实际上都在围绕着“民族”二字大做

文章。其原因，在于他们都认为中国要想强大就必须走建设国民国家的道路，而在他们理解的国

民国家的理论框架上，“国民”与“民族”的之间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 

国民国家（nation state）是一个与君主专制（absolute monarchy）相对应的概念，国民国家理

论的核心，是人民支配国家主权，即主权在民；因此，国民国家的主体不是政府，而是“国民”，

作为集合体的“国民”对国家有权利有义务，作为独立人格的“国民”互相之间自由平等。对于

“国民”概念，中国近代的许多思想家都有着相当正确的理解。例如，1901 年 6 月出版的《国

民报》第 2期中有〈说国民〉一文如此解释国民：“何谓国民？天使吾为民而吾能尽其为民者也。

何谓奴隶？天使吾为民而卒不成其为民者也。故奴隶无权利，而国民有权利；奴隶无责任，而国

民有责任；奴隶甘压制，而国民喜自由；奴隶尚尊卑，而国民言平等；奴隶好依傍，而国民尚独

立。”1 

近代以来世界各国之所以竞相建设国民国家，就是因为可以通过这个过程使民众不仅具有

“参预国政之权利”，而且知道“一国之事即一人之事，一人之事即一国之事”，2从而增强民

众的国家意识，激起民众的爱国热情，因之达到增强国力的目的。所以，梁启超云：“国家所最

渴望者，为国民资格。”3 鼓吹革命者亦云：“夫立国于地球之上者，无国民则亡，有国民则强。”4 

在当时的思想家中，“中国自开国以来，未尝有国民”，5则成为一种共识。 

“自法律论言，则国民者有国法上之人格者也。自其个人的方面观之，则独立自由，无所服

从；自其对于国家的方面观之，则以一部对于全部，而有权利义务，此国民之真谛也。”6根据

汪精卫的这一说法，所谓“中国无国民”，指中国民众既没有独立人格上的自由和平等，更没有

对于国家之权利，梁启超以此为近代民族主义发生之原因：“（卢梭的）平权派之言曰：人权者

出于天授者也，故人人皆有自主之权，人人皆平等；国家者，由人民之合意结契约而成立者也，

故人民当有无限之权，而政府不可不顺从民意，是即民族主义之原动力也”7。 

梁启超显然没有解释清楚“民意”与“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而提倡民族建国主义的革命

家们却能够明确指出中国无国民的原因在于清朝的民族政权性质。例如，汪精卫认为，在清朝对

中国 260 年间的“贵族政治”体制下，“满族汉族其权利义务之不相同”8，“一公权之不平等，

二私权之不平等”9。 

民族建国主义者普遍认为不平等的产生与“民族”有关。因为民族不同，所以利益不同，故

多民族国家的统治者作不到让各个民族都享有平等权利：“政府者，所以为国民谋公益者也，所

以拒他民族之妨我民族之权利者也”10。“一国之内而容二族，则舍奴隶以外，无以容其一，否

则灭之，否则融之化之而已。”11因此，被压迫民族要取得平等的地位就要有自己的民族国家。

1905 年当时紧紧追随孙中山先生左右的汪精卫就曾在《民报》第一期中发表〈民族的国民〉中

                                                        
1 〈说国民〉，《国民报》第二期，1901 年 6 月 10 日 
2  同上〈说国民〉 
3 〈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论国民与民族之差别关系〉，《饮冰室文集》之 13 
4`〈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湖北学生界》第 3 期，1903 年 3 月 
5  同前〈说国民〉 
6 同前，汪精卫〈民族的国民〉 
7 〈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6，1901 年 
8  同前，汪精卫〈民族的国民〉 
9  汪精卫〈民族的国民〉（二），《民报》第 2 期，1905 年 11 月 
10  同前，杨度《“游学译编”叙》 
11  同前，余一〈民族主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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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声疾呼：“吾愿我民族实行民族主义，以一民族为一国民”1。 

汪精卫知道“民族”与“国民”的概念不同：“民族云者，人种学上之用语也，其定义甚繁，

今举所信者，曰：民族者同气类之继续的人类团体也。……国民云者,法学上之用语也.自事实论

以言,则国民者构成国家之分子也。……民族者自族类的方面言，国民者自政治的方面言，二者

非同物也。”2然而，因为“民族”与“国民”不过是同一对象的两个不同侧面，从“非同物”

之类的似是而非的说法就可以看出，很多民族建国主义者实际上对“民族”与“国民”之间区别

的理解都不甚了了，以至产生以下“民族”与“国家”不分的论调： 

一曰中国亡在异族同国。“今之执我主权施行法律，以代表我国者，非黄帝之子孙也；奏章

诏谕，所称之列祖列宗，讴歌而扬颂之者，非吾民之祖先，与历史无关系也。既非同族，则何从

爱之？既无历史之观念，则何从而起之感情？是中国所以终亡也夫”3。 

一曰实行驱除异族的民族主义就是实行民主主义。“今之政府为异族政府而实行专制政体，

则驱除异族，民族主义之目的也，颠覆专制，国民主义之目的也，民族主义之目的达，则国民主

义之目的亦必达，否则终无能达”4。 

总之，民族建国主义者常常将“国民”与“民族”合二为一。杨度说：“国民云者，对外族

而言之也”5。余一更说：“盖国民必自认其建国之天职，自知国之为我有，始能于政治上关心

其利害，而别接同族以建国。不然则同国者同族可，异族可，我本与国无关系也，知有我而已，

则亦委弃之类也。”6从这种甚至不惜以区别或委弃“异族”的行为中可以看出，所谓的民族建

国主义，不过是误解“国民”必须以“民族”甚至是“种族”为基础，因而为了打造“国民”而

提倡的一种削足适履式的民族主义。7 

提倡以民族主义立国的梁启超，则不以驱除异族为建设国民的唯一途径，他说道：“诚以国

家所最渴望者，为国民资格，而所以得此国民资格者，各应于时势而甚多其途也。”8他认为一

国之中的民族是否不同与是否实现民主政治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质问“民族建国主

义”：“排满者以其为满人而排之乎，抑以其为恶政府而排之乎？”9 

梁启超反对只有建立汉族民族国家才能挽救中国的说法，他公然提出：“自今以往，中国而

亡则已，中国而不亡则此后所以对于世界者，势不得不取帝国政略，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

组成一大民族。”10梁启超在这里所提起的“帝国”，是他依据德国政治学者的国家学说提出的

一种民族主义的高级形态，所以“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的“大民族”，应该是他心目中

“国民”的最理想形态。梁启超之所以能够冲破民族特征，“发现”一国之内可以存在着两种不

同层次上的“民族”（尤其是与国家同方圆的“大民族”），说明他也相信必须在“民族”的基

础上打造“国民”。 

可以说，民族建国主义更加注意民族的内涵，而民族主义兴国论更加注意民族的外延。尽管

二者就民族的理解不同，然而可以看到，其实双方的民族主义理论在构造以及最终目标上有着惊

人的相似之处：都主张以民族主义唤起国民，都主张以民族为基础打造国民，而最终的目标都是

                                                        
1  同前，汪精卫〈民族的国民〉 
2  同上，汪精卫〈民族的国民〉 
3  雨尘子〈近世欧人之三大主义〉，《新民丛报》第 28 期，1903 年 3 月 
4  同前，汪精卫〈民族的国民〉 
5 同前，杨度《“游学译编”叙》 
6  同前，余一〈民族主义论〉 
7 “民族建国者，以种族为立国之根据地。以种族为立国之根据地者，则但与本民族相提携，而不能与异民族相

提携，与本民族相固著，而不能与异民族相固著。”同前，〈民族主义之教育——此篇据日本高材世雄所论而增

益之〉  
8  同前，〈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 
9  同上，〈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 
10  同上，〈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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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一个“民族”与“国民”一致的国家。这个国家，正是英语中的 nation state，它从“国民”

的角度翻译就是“国民国家”，从“民族”的角度翻译就是“民族国家”。按照国民国家理论的思

想框架，将“民族”与“国民”的概念联系在一起，正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标志。 

 

三、日制汉词“民族”的深层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20 世纪初年中国思想家们关于民族主义的文章，几乎无一例外都诞生

于日本。决不止一件偶然的 Made in Japan by Chinese（由中国人制造于日本）的现象，说明中国

与近代“国民”概念发生联系的近代民族主义的诞生，与日本的近代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 

日语中的“民族”一词来自于英语的 nation。在日本自由民权运动（1874-1890）早期的政治

小说中，Assemblee Nationale（国民议会），就被译为“民族会议”。1然而有一项研究指出，除

此以外，“在明治前半期中，几乎看不到‘民族’一词出现”；“‘日本人’一词也首先意味着

日本国政府统治下之‘民’，‘国民’一词作为 nation 的译文使用，也只是被当成一种应该形成

的存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明治前期还没有形成今天的日本人日常使用的‘民族’的概念。”2

也就是说，日本人首先是从“国民”的角度开始接受英语中 nation 的概念，然后又从“民族”

的角度对 nation 进行了再认识。 

nation之所以既可以译为民族，又可以译为国民，是因为它从词根上来看就具有政治与文化

的双重内涵。然而，从个人与政治共同体关系的角度来看，近代以前的nation，充其量不过是“国

人”，而不是“国民”。近代意义上的nation，最早产生于法国革命时期。1789年法兰西第三等级

跳过路易十六独自召开“国民议会”，公布人权宣言，所以法语中的nation，首先指由信奉自由、

平等、博爱理念的人们共同组织起来的政治共同体，民族和文化意识只是第二次元的问题。但在

德国以及中东欧国家构建国民国家的过程中，nation被视为一个具有共同人权、语言、宗教、文

化、历史起源特征的单位。 

德语中类似英语 nation 的词汇叫 volk。Volk 在近代以前只是对军士和社会下层民众集团

的蔑称，在18世纪末以后建设国民国家的过程中，与法国革命理念中提出的 nation 的内涵恰恰

相反， volk变成了一个更与“民族”相近的、首先指以共同语言为基础而历史形成的具有自我

特征的文化共同体的概念。而法国在革命以前不仅不存在这一意义上的 nation，甚至不存在一个

成为 nation 基础的全国通用语言，今天的法语当时不过只是一种地方方言。 

西欧与中东欧，因为国情不同而采取了不同的 nation 形成方式。一般说来，中东欧以血缘为

媒介，西欧以地缘为单位，中东欧重文化，西欧重政治，因此中东欧的 nation 更接近“民族”，

西欧的 nation 更接近“国民”（公民）。然而各个国家的 nation 的成立，都与近代国家（state）、

市民或公民（citizen）、共同语（the common language）等概念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不论

是 nation 或 volk，最终都成了“具有共同民族性的国民”或“具有共同国民性的民族”。但是应

该注意的是，他们之所以能够顺利形成 nation 的最主要原因，还在于选择了一条适合于自己的道

路。试想如果法国走从文化共同体到政治共同体的道路，德国走从政治共同体到文化共同体的道

路，那么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法国与德国。 

日本人开始意识到 nation 的概念，与19世纪下半期和西方列强社会的遭遇有关。“贝利来航”

以来，为了对抗欧美列强的军事威胁，日本人意识到打破封建的幕藩体制和身份制，将全国各个

阶层的人民结合成一个同质的、具有共同归属意识的 nation 的重要性——迅速建立一个与国家

                                                        
1  安田浩「近代日本における『民族』観念の形成――国民・臣民・民族」、『季刊 思想と現代』1992 年 31

号、62 页 
2  同上，安田浩「近代日本における『民族』観念の形成―国民・臣民・民族」、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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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nation，这就是明治维新的实质1。 

日语中原本没有一个可以同时表达 nation 的政治共同体（即“国民”）和文化共同体（即“民

族”）这样一个双重意义的词汇2。可是 nation 在日本中被译成“国民”与“民族”这样两个单词

并且普及开来，却和日本社会中的 nation 意识实际上分为两个阶段形成有关。 

第一个阶段基本上与在国民国家构想、民众政治参加等问题上和政府相对抗的自由民权运动

（1874 年—）同期。在这个时期，人们比较重视政治的侧面，所以当时的 nation 意识实际上是

“国民”。虽然明治政府追求德国模式建设国民国家，从服从国家的意义上强调“国民”；3然

而受到法国革命“天赋人权论”影响的自由民权运动，却从自由、平等的意义上强调“国民”。

福泽谕吉 1874 年《劝学》（学問のすすめ）一文中指出：“日本只有政府，没有国民”；“按照福

泽谕吉的说法，明治国家别无其他，只是在追求作为‘政府的玩偶’的‘国民’”4。1887 年杂志

《国民之友》创刊，使“国民”一词开始在日语中广泛使用并且开始固定下来。创刊人德富苏峰

（1863-1957）曾明言刊名来自名为 Nation 的美国杂志，当时正是自由民权运动的退潮期，他从

民主主义的角度高度评价了明治初期以来的制造国民的运动。5 

第二个阶段，与反对表面化和形式化的欧化主义、主张维护发扬日本优秀传统的国粹主义运

动（1888 年—）同期开始。在这个时期，因为国粹主义杂志《日本人》和报纸《日本》的宣传，

广大日本人开始从“民族文化”的角度再次发现 nation6。国粹主义认为国粹是一种源于独自历史

和文化传统的事实存在，作为它的具体体现提出了“民族”的概念。国粹主义的实质，就是希望

能够通过“民族”概念，强调日本国民具有别于他国的共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日本是一个以共

同的历史文化为基础构建起来的政治共同体，达到强化日本国民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目的。7所以

国粹主义一般又被称为日本主义。 

国粹主义的代表人物为志贺重昂（1863-1927）、陆羯南（1857-1907）、三宅雪岭（1860-1945）

等人。志贺重昂 1888 年 4 月在《日本人》的发刊词中直言国粹就是 nationality（国民性、民族性），

他在《日本人》第二期上进而解释道：“这里所说的国粹，就是顺应日本国土中万物自然的感化

及化学反应，因此受胎、出生、成长、发达，于大和民族中千古遗传、醇化下来保存至今的东西”8。

陆羯南于 1889 年创办报纸《日本》，他也说道：“同为人类，但人类有白人黑人之别、黑人黄人

之别。黄黑白之中还有各种国家的各种民族。各种民族和各种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有的历史、特有

的性格、特有的利害、特有的风俗、特有的领土”9。可以看出，由国粹主义者传播开来的“民

族”，其实就是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日本国民”之“民”、与作为文化、血缘共同体的“大和民族”

之“族”的结合；他们之所以提起“民族”，就是为了从文化和血缘的侧面更加强调日本 nation

的一体性。换而言之，“民族”一词之所以能够在日本这样一个民族成份单纯的国家里产生并流

行之，就是因为它可以强化日本国民中一个国家就是一个民族的思想。 

 

四、日本国粹主义下的近代中国的“民族”理解 

                                                        
1  （日本）尹健次『民族幻想の蹉跌』、岩波書店、1994 年、22 頁 
2  内堀基光「民族の意味論」、岩波講座『文化人類学』第 5 巻、『民族の生成と論理』5 页 
3  谷川稔《国民国家とナショナリズム》、山川出版社，1999 年，6-7 页。 
4  山内昌之「ネーションとは何か」、岩波講座『現代社会学』第 5 巻『民族・国家・エスニシティ』、12 页 
5  同上，尹健次『民族幻想の蹉跌』、36 页 
6  同前，安田浩「近代日本における『民族』観念の形成―国民・臣民・民族」、66 页；同前，尹健次『民族幻

想の蹉跌』、39 頁。 
7  「世界的理想と国民的観念」、1890 年。转引自安田浩「近代日本における『民族』観念の形成――国民・臣

民・民族」、66 页 
8  志贺重昂「『日本人』の抱懐する処の旨義を告白す」『日本人』第二号、1888 年 4 月 
9  「世界的理想と国民的観念」、1890 年。转引自安田浩「近代日本における『民族』観念の形成――国民・臣

民・民族」、66 页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8 

 

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家们都是在国民国家理论的思想框架上认识“民族”这一点上就

可以知道，中文的“民族”一词，就是在近代借自于“同文”之国的日本。 

最近有人指出，中文里出现“民族”一词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 1837 年中国境内第一份

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1833 年至 1937 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和普鲁士传教士郭士

立主编）9月号上〈约书亚降迦南国〉中“昔以色列民族如行陆路渡约耳但河”一文1。然而，无

论从文章涉及对象的存在年代来看，还是从文章自身表达的意义来看，这里的民族都没有“国

民”的内涵。也许是一种先验论的设想：“民族”一词当时之所以没有普及，是不是就是因为没

有与“国民”思想发生联系有关？因为当时的中文中即使没有“民族”一词，也能通过其他手法

表达该文通过“民族”所表达的概念。 

又有人说，中文中具有“国民”意义的“民族”一词出现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亡命以

及大量留学生登陆日本之前的 1896 年。根据是该年 1 月的《强学报》第 2 期《论回部诸国何以

削弱》中有:“夫国之易治者，莫如君权之独擅也，莫如民族之顺命也，而竟受制于英法之议院，

有识者可以思矣”2。但是能够觉察到这个“民族”作为一个名词有牵强之处，如果考虑当时奥

斯曼帝国以及其他伊斯兰教国家的内部构造，更能感到它可能表达了“臣民”与“部族”两个概

念。即使该文的确将“民族”当作了一个名词，也知道它运用得并不纯熟，其原因很可能在于它

是一个日制汉词，就像文中的“有识者”那样。 

1896 年 8 月 9 号创刊的《时务报》中也陆续出现“民族”一词3。有人以它为“民族”由日

本传入中国的证明4。然而论者们都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时务报》中出现“民族”一词的

文章大多刊登于从 8 月 29 日第 3 卷起开辟的专门登载日本报刊译文的《东文报译》一栏中，而

负责为该栏目寻找原稿并译成中文的一直是一位名叫古城贞吉的“中东文兼精”的日本人5。所

以说《时务报》中的“民族”，可能还算不上是中国制造。 

毫无疑问，正是因为“同文”的缘故，使中国人在 19 世纪末接触并开始接受日制汉词“民

族”6。然而，“民族”一词开始普及并在中文中固定下来，还是要等到与“国民”概念结合之

时。从〈民族主义之教育——此篇据日本高材世雄所论而增益之〉一文可以知道，中国近代思想

家们之所以能够不觉别扭地主动接收了“民族”一词，不仅因为汉字相同，而且是因为与日本的

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产生了共鸣。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近代思想家们开始大举登陆日本之日，正是日本国粹主义流行之时，日

后成为民族主义思想家的一些人物，许多都与日本国粹主义者有过实际的接触。例如，1898 年 2

月 3 日，当时的众议院议员犬养毅专程写信给陆羯南，托他带自己照顾上年 8月来日本的孙中山：

“持呈函之平山周氏现与孙逸仙同寓一处。……弟刻下卧病中，诸事不能兼顾，与神鞭君磋商结

果，务请吾兄代为照顾彼等一切”7。1898 年 10 月 17 日梁启超亡命日本，他在 26—27 日就与志

贺重昂连续两天见面，笔谈如何通过日本“助我皇上复权”8。可以想象，通过这些交往中国思

想家们对志贺重昂、陆羯南的国粹主义必定有所了解，此后也会注目他们的思想动向。 

尤其是经历了戊戌变法失败的梁启超，为了寻求救国的真理，一到日本就开始努力汲取各种

                                                        
1  方维规〈论近代思想是上的“民族”、“Nation”与“中国”〉《二十一世纪》2002 年 4 月号 
2  韩锦春、李毅夫〈汉文‘民族’一词的出现及其初期使用情况〉、《民族研究》1984 年第 2 期，39 页。 
3《时务报》第 11 卷〈土耳其论〉，1896 年 10 月 22 日，第 14 卷〈俄将论中国财政〉1896 年 12 月 15 日。 
4  同前，韩锦春、李毅夫〈汉文‘民族’一词的出现及其初期使用情况〉，39 页 
5 沈国威、内田庆市等《欧化国家を目指せ：情報発信基地としての 19 世紀日本――日本新聞の中国語訳を通

してみた近代日中語彙交流》（松下国際財団研究助成『研究成果報告書』），1998 年，3-4 页。 
6  同前，韩锦春、李毅夫〈汉文‘民族’一词的出现及其初期使用情况〉，39 页；彭英明〈关于我国民族概念历史

的初步考察——兼谈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辩证理解〉，《民族研究》，1985 年第 2 期。 
7  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年，34 页 
8  《梁启超年谱长编》，159-1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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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社会科学知识：“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

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1后来，他在《三十自述》中如此回忆自己初

渡日本时的情景：“九月至日本，十月与横滨商界诸同志，谋设清议报，自此居日本东京者一年，

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2。这里提到的农历九、十月间，正是他与日本国粹主义首领志贺

重昂发生接触的时期。 

正是通过国粹主义的阶段，以“民族”一词在日语中得到普及为标志，日本社会才完成了“一

个国家就是一个民族”的思想建构；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近代思想家们来到日本，并且与日

本国粹主义者有了直接的思想交流。这一点，在解释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家们之所以追求一个

民族一个国家、以及孙中山之所以要在中国实现一个汉族的“民族国家”的问题上，具有不可忽

视的重要意义。 

 

五．日本的“单一民族国家”神话与中国的“民族国家”思想 

    

国粹主义虽然批判政府不顾日本实际盲目欧化，但是在强调天皇万世一系及日本国家体制的

优秀及永久性上与“国体论”一脉相承，在攻击天赋人权论上与“国权论”毫无二致。这种以国

家为根本、将天皇制作为日本精神真髓的国粹主义，实际上是受到了德国近代民族主义和国家主

义的强烈影响。因为德国与日本同为君主立宪制，所以对于“国体论”和“国权论”来说，比起

西欧的市民社会来德国的近代思想更具有吸引力3。 

更加注意德国等中东欧国家的近代思想，也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家们在日本时期留下的

共同思想轨迹。例如，杨度 1902 年就曾说道：“十九世纪，实为民族国家发生最盛之时代。其

民族不同者，则独立为一国，如意大利之独立，希腊、罗马尼亚之独立是也；民族同一也，则结

合为一国，如德意志联邦，意大利统一是也”4。杨度所说的“民族国家”的就是 nation state。中

国近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家们，能够在言及中东欧的国民国家形成时将 nation 理解为“民族”,与

日本国粹主义者和国体论积极推崇德国式的近代化有关。5 

说到德国的近代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想对日本的影响，须要提及两位著名的国体论者——

加藤弘之（1836-1916）6与穗积八束（1860-1912）7。加藤弘之还是强调国家形成必须以民族为

基础，植根于民族文化的鼻祖。他“在明治前期已经开始使用‘族民’、‘民种’、‘种族’、

‘国民’等名称来表达今天的‘民族’才是国家形成主体的意思。认为明治国家也应该像德国和

意大利的国家统一过程一样，认为国家的形成必须植根于‘民族’的传统与文化，必须以独自的

‘民族’的力量为前提的思想”8。他按照达尔文进化论描述了一个民族的世界，认为民族的能

力来源于各民族对于自身民族特性的自觉和发展，认为只有具有政治能力的民族才可以建设自己

的国家。 

加藤弘之的思想给日后来到日本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家们以很大的刺激。例如 1903 年 3 月

                                                        
1  〈论学日本文之益〉《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4 
2  〈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11 
3  同前，谷川稔《国民国家とナショナリズム》，6-7 页。 
4  同前，杨度《“游学译编”叙》 
5  日本至今有人认为将 nation state 译为国民国家是一种错误，只能翻译为民族国家。“如果某个集团希望作为民

族出现，必须先行实现国家的统一。”（关旷野『民族とは何か』、講談社現代新書、2001 年、15 页、213 页） 
6  加藤弘之（1884 年起任东京大学——当时称帝国大学的第一任总理、总长）1860 年起自学德语研究欧洲政治，

早年相信“天赋人权”致力于平等思想启蒙教育，但 82 年接受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后，转而否定“天赋人权”，

攻击民权论，赞成国权论，鼓吹国体思想。 
7  穗积八束，宪法学者，1883 年东京大学毕业翌年留学德国，89 年回国即被任命为东大教授，后兼勅选贵族院

议员和皇宫顾问官。主张天皇具有绝对主权，国体为主权的根本，政体为主权的形式，坚持君主国体立宪政体

的日本国家论，天皇为民族家长的家族国家论。  
8  同前，山内昌之「ネーションとは何か」、11 页；尹健次『民族幻想の蹉跌』、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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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第 4期上的《中国之改造》一文中有“无组织机关之能力之民族则必不能组织国家，亦

不能成国民之资格”一语1，可以说与加藤弘之的民族思想如出一辙。加藤弘之主要是通过翻译

立足于国家主义的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文章表现了自己的观点。看梁启超 1900 年所著《国

家思想变迁异同论》和 1903 年所著《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就可以知道，他基本上是参

照了加藤所译。从《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中的“论国民与民族之差别关系”一节更可以

知道，他在关于国民与民族之间关系的思想上基本上是接受了加藤的观点。 

除了加藤弘之之外，留学德国 5年回国成为“明治法学界之重镇”的穗积八束的名字也经常

出现在梁启超的著作中2。梁启超在日本很重视的一个领域就是法制，1899 年他刚到日本就写下

了《各国宪法异同论》、《立宪法议》等文章，1902 年的《答某君德国日本裁抑民权事》的背景

中日本延期民法的主角就是穗积八束。他在 1904 年的《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及《论中国成文

法编制之沿革得失》、1905 年的《开明专制论》中对数次提及穗积八束及其兄穗积陈重。3甚至有

人攻击说，梁启超的关于议会政治的论说不过是照抄穗积八束的文章而已。4  

近代日本尤其在法制史上受到了德国的影响。1892 年，穗积八束将 “国体”与“民族”结

合起来进行阐述，他强调日本之所以实现了国家和社会的团结，是因为君主（天皇）万世一系没

有变易；而能够做到天皇万世一系，就是因为天皇为“民族的宗家”，所有日本人为同一个祖先

之后，同奉一个“祖先教”，同为一个“民族”5。穗积八束认为，“爱国公同的精神”才是国

家与宪法的基础，而这种精神产生于“我们民族同族同血类”6。从 20世纪初年中国的黄帝说、

汉种说等等民族主义思想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同祖同族”的血统论民族说的影子。 

到了 1902 年穗积八束进而将民族、国民和国家三者合一，主张国家就是“具有一定的土地、

一定的民族、以及具有最高主权进行统治的团体”7。以“民族”等同“国民”、代替“国民”

的观点虽然妨碍了日本民主主义的进步，然而依据德国学者的学说近代日本的民族概念成为一种

血缘共同体的概念，并且通过国体论渗透到了国民之中8，国粹主义、尤其是加藤弘之、穗积八

束的思想使日本人更加相信了日本是“单一民族国家”的神话。9 

无论是中国民族建国主义者们设想“一个民族为一个国家”所以主张排斥异族，还是梁启超

等民族主义建国者设想“一个国家为一个民族”而提倡同化异族，实质上也都是在寻找一个“单

一民族国家”。“顾国民云者，以国家为民族之范围”10。“民族的国家其特质有二：一曰平

等。……二曰自由”11。他们在总体的理论上原本希望通过“民族主义”唤起“国民”、以“民

族”为基础打造“国民国家”，但在具体的实践上却将最终目的变为寻找和打造“民族”和“民

族国家”。发生这种倒错的原因，就在于 20 世纪初年日制汉词“民族”给“同文”之国的人们

造成了一种印象：打造“民族”就是打造“国民”，就是构建近代的“国民国家”。关于这一点，

孙中山先生日后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篇仍可以看作是最好的注解：“哪逊（nation）这一

个字有两种解释：一是民族，一是国家。……一个团体，由于王道自然力结合而成的就是民族，

                                                        
1  〈中国之改造〉，《大陆》第 4 期，1903 年 3 月 
2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 1890-1907》，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 年，102 页 
3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15、16 
4  〈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新民丛报之驳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18 
5  「家制と国体」、1892 年。转引自安田浩「近代日本における『民族』観念の形成――国民・臣民・民族」、

67 页 
6  「憲法の精神」、1900 年。转引自安田浩「近代日本における『民族』観念の形成――国民・臣民・民族」、

69 页 
7  「我憲法の特質」、1902 年。转引自安田浩「近代日本における『民族』観念の形成――国民・臣民・民族」、

69 页 
8  同前，尹健次『民族幻想の蹉跌』、43-44 页 
9  小熊英二『単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新潮社，1995 年，50-58 页。 
10  同前，〈民族主义之教育——此篇据日本高材世雄所论而增益之〉 
11  同前，汪精卫〈民族的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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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霸道人为结合而成的便是国家。” 

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出版的《新民族论》曾经主张：“美利坚只有国民而没有民族，德

意志只有民族而没有统一国民；或者像西班牙那样作为民族能够占领新大陆一半以上而作为国家

却支离破碎的民族，或者像支那印度那样民族意识坚固但国民意识尚未觉醒的民族；在世界上这

种政治与文化与血统互相游离或者不能完全一致的国家占绝大多数的状况之中，唯有我日本，民

族与国家、文化与政治，才理想地完全一致地结合在了一起”1。从这种盲目的优越感中，可以

看出直到二战结束之前日本人将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文化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完全等同，对国民

国家的理解陷入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框架。 

直到今天，大多数日本人对于“民族”概念的认识实际上仍然极为抽象。这是因为，日本人

偶然生活在一个与他国交往被限制的岛国之上，这里从古代就在无意识中形成了国家与民族几乎

重合的一种环境，所以大多数的日本人都单纯地相信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都以为“日

本人”就是使用“日本语”的“日本民族”（或称“大和民族”）2。对于生活在这种特殊环境

中的大多数日本人来说，以血缘为基础的文化共同体的民族＝国民，乃是一种天经地义的自然事

实。正是在这种思维逻辑的背景下，产生了日制汉词的“民族”。 

可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如果按照文化共同体等于政治共同体、民族等于

国家的逻辑，无数国家只能无休止地分裂下去。对于中国来说，接受日制汉词“民族”的错误，

不仅仅在于“民族”过分强调了 nation 的血缘和文化属性，更在于由于日本人在“单一民族国

家”的背景上解释 nation 文化属性的行为，给中国的近代思想中留下了“一个民族就是一个主权

国家”以及“相同的国民必须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的烙印。 

登陆日本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家们，甚至没有理解日本之所以在强调 nation 为“国民”

之后才强调 nation 是“民族”的原因，便凭借着对日本的一知半解囫囵吞枣般地吸收了“民族”

的理论，因为他们只有救中国的热情而没有深入了解日本的欲望。包括梁启超，尽管他有其超人

的地方，看出如果想要国家不遭到分裂的下场就应该走先国家、后民族的道路，可是因为他也拘

泥于“民族国家”，以至于到头来连“民族”究竟是一种文化共同体还是一种政治共同体都没有

说清。 

 

结语、告别“民族” 

 

由于受到近代国民国家就是有一个民族单独构成的“民族国家”的影响，许多政治家，都在

理论上通过首先强调民族来构筑他的国家理论。例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蒋介石之《中国

之命运》。其原因应该是他们认为近代国民国家就是民族国家。孙中山先生赞同“五族共和”不

过是一种权宜之计，包括袁世凯其实都计划实行强制性的民族同化3；蒋介石也宣称中国只有一

个民族，其他都是宗族。自从民族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中国国家的民族主义目标，实际上变成如

何打造一个单一民族国家。 

然而在中国追求“民族国家”，无疑是一种作茧自缚。因为以日本国粹主义运动和国体论为

背景产生的日制汉词“民族”，首先是让人们更加意识到它是一个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文化共同

体的概念。孙中山先生当初追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后来却不得不改口说中国一个“国家”

中存在两种“民族”的故事，就是这种意识与中国多民族国家现实发生冲突的真实写照；其次是

因为“民族”原是从翻译 nation 而来这一点，也会授人以分裂中国的借口。让我们也来做这样一

种设想，如果当初不借用日制汉词的“民族”的概念，而接受法国革命的 nation 概念——即一种

                                                        
1  芦谷瑞世『新民族論』、教材社、1941 年、123 頁 
2  21 世纪研究会『民族の世界地図』,文艺春秋,2000 年,16－17 页 
3  王德胜《北洋军阀对蒙政策几个问题的初析》〉，《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三辑，65 页，198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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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共同体的概念以及以这种政治共同体为基础形成的文化共同体概念，而另外以其他的术语表

示类似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和藏族那样的以血缘为基础的文化共同体的概念，那么还有没

有日后的作茧自缚？ 

作为对国家主义历史的反省，日本在战后甚至忌讳使用“民族”1。当日本再次走进国际社

会面对世界各国多为多民族社会现实的时候，学者们愈加发现日制汉词“民族”的弊病。有人公

言：“在先人们将这个词译为“民族”时，就播下了今天令我们烦恼的意义混乱的种子”。因为

“民族”可以被赋予多重的意义，“作为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术语的民族，与在历史学和政治学

的场合讲述的民族，或者现实世界中发生种种问题的民族，互相之间出现相当大的脱节。同样一

个‘民族’的用语，其概念明显不一”2。人类学者使用的民族，是一种注视文化的概念,而在历

史学及政治学的领域内民族变成一种政治单位。这种语义的分歧致使日本学界出现这样的奇妙现

象：许多学者为了不使人们认为成为自己叙述对象的“民族”是一个“只要想成为‘主权国家的

国民’就应该实现的一种人类集团”3，不得不反过来用 ethnic group, ethnicity, ethnic minority 等

英语词汇解释或代替日制汉词的“民族”。 

世界没有向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方向发展，多民族国家反倒逐渐成为世界上的普遍现象。到

了全球化逐渐成为趋势的今天，也许到了该探讨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国民国家，是否真的能够

体现人的本性，是否真的代表着世界的发展方向？是否真的能够给人类带来和平、安宁、繁荣和

幸福？ 

 

【编后记】 

“民族”可以是今天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中使用最多的词汇之一，“中华民族”、“少数民

族”、“56 个民族”、“汉民族”、“藏民族”、“维吾尔民族”以及“民族理论”、“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民族政策”、“民族教育”等等，充斥在中国的政府文件、报刊和各类学术出版物当中。但

是，究竟“民族”这个汉语词汇是何时进入我们的话语体系的？它的最初源头是哪里？中国人是

从什么地方接受到这个汉字词汇的？它最初出现时是个什么含义？它对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社会

结构、群体分类、政策设计起到了哪些作用？对于这些最基础性问题，我们一直没有真正搞清楚。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韩锦春、李毅夫两位先生在国内是最早对这一词汇的出处进行

考证的学者，后来又有人从古书中找出“民”和“族”这两个汉字的搭配用法而试图证明这个词

汇并非“舶来品”。但是无论如何，今天我们使用的汉语词汇“民族”所具有的现代政治和文化

含义是不可能出现在古代中国的。就像古书中提到的“物理”两个字，与今天我们使用的“物理

（学）”（Physics）一词的含义差别极大一样。 

中国人是在近代鸦片战争后才开始接触到源自西方的“ nation”、“nationalism”和

“nation-state”等具有现代政治含义的概念的，因为这几个词汇在欧洲也是近代启蒙运动的产物。

而中国人的这一接受过程又与留日学生和学者从日本出版物中吸收西方近代政治、经济、文化思

想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期选登的王柯先生的这篇文章对这一过程给予了细致和系统的论述和介

绍，相信对于我们今天认识汉字的“民族”一词的来源、中国人最初接受这个词汇时所走过的思

想历程、这一词汇的使用对中国的“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所起到的复杂作用，都有着极

为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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